
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与早期羌文化探索 *

摘要：从齐家文化起，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进入到了青铜时代，而马家窑文化及之前属于新石

器时代。在时间上，齐家文化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时间跨越约在夏代前后；四坝文化、卡约文
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其早期分别约在距今3000多年，兴起于商代前后，都延续至较晚，有
的约至周代了。沙井文化基本上处于东周时期。这些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与中国远古历史大致可以
对应起来，提供了探讨华夏民族和羌民族起源，探讨中华民族多源一体关系，探讨中华文明和羌文

化的关系等学术课题的具有研究价值和重大学术意义的一个时空框架和古文化的系统。通过对青海
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牙齿和西宁陶家寨汉墓出土牙齿进行的古 DNA 采样和测序分析，发现其人

群在遗传结构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而与现代人群比较发现，实验样本与羌族人群有较近的

亲缘关系。早期羌文化可以上推到齐家文化时期。
关键词：河湟地带；古羌人与文化；喇家遗址；齐家文化；卡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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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是历史上羌人的主要活动

范围和羌民族的祖地，特别是青海的河湟流域地

带，历来被认为是古羌人的发源地。羌人或羌民
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很古老的民族，羌民族在中

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曾经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

用，是中华民族血脉中十分重要的一员，对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发展，有过显著的贡献。
因而，研究和探讨羌人的发展历史，有助于对中

华民族形成和多民族融合发展历史的梳理，有助

于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演化。甘青地区
的史前考古学，对于探索古羌人和羌文化，探索

中华民族源流，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甘青地
区考古学的发展，也为这些诸多方面的学术探

索，提供了很好的有利条件。

一

甘青地区的考古学可以追溯到约近一个世纪

之前。中国的现代考古学，起始于 20 世纪之初，
来源于西方现代科学的西学东渐的思想文化的传

播。西北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的先驱是瑞典学者安
特生，安特生在甘青一带的考古活动，开创了中

国史前考古学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早期历史。安
特生本来是当时北洋政府聘请的矿政顾问，他是

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后来转变成为了成绩卓著

的考古学家。他曾经对于发现北京猿人的周口店
考古工作有过重要贡献，后又在河南渑池发现了

著名的仰韶文化，对于中国史前考古学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1923~1924 年，安特生在发现了仰韶
文化之后，又调查和考察了中国西部黄河上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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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地区，这其间发现了多处史前文化的遗址，

并且根据这些遗址和不同的文化遗存面貌，他首

先命名了若干个文化期，排列出了黄河上游区域

的史前文化的初步序列。这就是所谓的安特生的
“六期说”［1］。
这个六期说就是：齐家期、仰韶期、马厂
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也就是后来在中
国考古学上所著称的：齐家文化、甘肃仰韶文化
（即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
化、沙井文化。
除了一些史前文化的年代和早晚关系被他搞

错了之外，而其中大部分他对于这些史前文化的

基本认识，包括定名和文化内涵的认定，都是基

本上客观的，是比较如实的。这些主要的认识，
后来也多被中国考古学家们所认可，并且得到了

越来越多新的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的证实和不

断丰富。应该说，安特生的这些考古学开拓性的
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成果是显著的，也是值得

学界给予充分肯定的。
在安特生的发现中，还有青海湟中的卡约遗

址。安特生没有把卡约遗址作为一个文化阶段来
认识，而是归入了寺洼文化。这个遗址的文化遗
存，后来被中国考古学家定名为卡约文化。卡约
文化主要分布青海的河湟区域，地望上就与古羌

人有着不解之缘。
不过，在安特生当时“六期说”的认识上，

他把齐家文化陶器比较朴素、未见彩陶，看成了
时代上比较古老的一个特征，这是安特生出现错

误认识的一个局限性的很重要原因。其实，齐家
文化不仅有彩陶存在，而且年代也并不如他所估

计的那么早。后来的考古发现也表明，齐家文化
晚于马家窑文化，处在马家窑文化之后与甘青地

区诸多其他青铜时代文化之前。显示了齐家文化
承上启下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对于齐家文化的
年代，这是中国考古学家从一开始就敏锐注意到

的，并且通过大量考古工作和众多考古发现的研

究，不断获得了更充分和肯定的科学认识。
齐家文化还发现了青铜器和玉器，已进入到

早期青铜时代。这就与安特生的估计相去甚远

了。安特生不仅在这些认识上存在误判，还相当
程度上接受了所谓“西来说”的观点，而他对于
中国彩陶的来源的一些解释又在某种程度上支持

和强化了“西来说”的理论。特别是对于中国彩
陶文化的所谓彩陶是外来的“西来说”这一说
法，中国早期的考古学家一直就持怀疑和批评的

态度，当然也就更加在意安特生的发现和研究。
中国考古学界曾经一度对安特生及他的学说

加以猛烈批判，把它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
点放在一起予以痛斥。这是中国学界在一个特殊
的时期里，对于国外的理论，进行拨乱反正并矫

枉过正的一种历史过程和政治现象。现在，中国
学界已经回归到理性和客观实际的学术中来。近
年来，关于安特生的早期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

研究，学界也已经有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把

它放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去作如实的考察和客

观揭示，充分理解安特生在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把安特生个人的品质和学术造诣，与他对于考古

资料的认识局限和研究中的失误、时代的大背景
和学者所受的影响以及历史观等，加以区分开，

从而还他这个卓越的考古学者一个真实的学者身

份和中国早期考古学开拓者的形象［2］。
但是，考古学研究表明，安特生当时关于齐

家期认识上所犯的错误，其实只是一个低级错

误。关于齐家文化的相对年代、齐家文化与马家
窑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也是一个有明显相对早

晚的地层现象的，今天的考古专业学生就可以轻

易分辨这种现象。实际上在齐家坪遗址上就有齐
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明显地层关系———在齐家
文化堆积层中和地面上，都可以见到马家窑文化

的少量的或零星的陶片，这种现象在许多齐家文

化遗址上也都广泛存在。但这个现象却被安特生
忽略了。而他作了另一种解释：在齐家坪遗址表
面发现一些仰韶陶片，说明仰韶人可能生活于齐

家之后。所以说，他这是一个低级错误。
1945 年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在参加西北科学

考察团时，在甘青地区的考古调查中，获得了一

些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夏鼐先生在宁定县（今广
河县） 的半山墓葬区发现了齐家文化墓葬，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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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填土中混进去有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彩陶

片（所谓仰韶期彩陶片），从而在地层学上确认

了齐家文化晚于所谓仰韶期的相对年代关系，便

从根本上改变了齐家文化相对年代的原有认识，

提出了对齐家文化重新认识的新观点［3］。而夏
鼐先生的这个发现，是直接显示年代相对早晚关

系的现象，为齐家文化年代的订正找到了证据。
这个考古学年代的订正，也成为了中国考古学上

的一个经典案例。可是，这个经典却一点也没有
更多更复杂的思辨，仅仅只是一个考古发现的客

观事实而已，而并不是重大发明。
另外，关于安特生在“西来说”上的干系，

也不是像现在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他与此毫无

关系或只是受了“西来说”的蒙蔽。实际上，安
特生是很欣然接受“西来说”的。他没有在他的
考古活动中，在黄河中游本地区去寻找更早的仰

韶文化的来源，而是向西寻求西来的有可能的新

线索，所以甘青地区成为了他在发现仰韶文化之

后寻找的下一个目标。尽管当时西方流行的观点
普遍都是倾向于“中国文化西来说”这种偏见，
可安特生毕竟不同于其他西方学者，他是一个务

实的科学家，也是一个与中国极为友好、待人友
善、极少偏见的学者，本不应该受这种偏激观点
的影响。但是，安特生确实是受到了较大的影
响，而且因为他的“六期说”理论的提出，反倒
更为“西来说”提供了一定理论的和实际的根
据。客观上造成了支持、并进一步强化和加大了
“西来说”的学术的分量［4］。
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今天学术研究回归理

性，而把原本是安特生确实存有的错误和客观造

成的不良影响也都一笔抹煞掉了，不应走向另一

个极端。对于安特生的研究应该是实事求是、客
观真实地复原。对安特生功过得失的评价，既不
夸大，也不用掩饰。

二

学术界对于古代羌民族和羌文化一直保持着

浓厚的研究兴趣。对古代羌人的研究，所涉及的
面也较广泛，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都有许多

学者投入。在考古学上探索羌文化及羌人的起源，
是考古学的学术任务之一，更是西北甘青地区的

史前考古学与先秦考古学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
从考古学上去探索古代民族，需要具备较丰

富全面的考古发掘资料，需要有比较深入的考古

学研究为基础，建立在完备的考古学序列的时空

框架和文化谱系的脉络与清晰的古代文化系统之

上，以及考古、民族、历史、人类学、文化学、
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相互配合，进行严

谨的考古学方法的研究探索和多学科协调。同
时，在西北地区史前考古和先秦考古的研究过程

中，也是脱不开对于羌民族和羌文化的涉及和相

关的探讨。
可喜的是，如今甘青地区考古学发展已经积

累和具备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已经建立起了更加

完备系统的文化谱系，有了进行族属研究探索的

较好的有利条件。目前所知，甘青地区史前文化
已有较广泛和较确定的一定分布范围和比较完整

连续的文化系列。按照年代先后可以建立起来的
文化序列能够早到距今七八千年，现在从编年上

可以排定的序列是：大地湾文化、师赵村一期文
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又称半坡文化）、庙底
沟类型（又称庙底沟文化，在半坡和庙底沟之间

还可以有一个史家类型）、仰韶晚期文化、马家
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又可分为石岭下类型、马家
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等不同的文化类
型，其中半山和马厂类型又或被称为半山—马厂
文化，或分别称之为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
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辛
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等。从七八千年
连续发展至三四千年，甚至两千多年。当然，其
中也有一些还存在不够清楚的情况，比如宗日文

化、诺木洪文化，工作做得还不够，还需要进一
步深入。不过大体上，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在年
代的排序上，在文化的关系上，基本上还是相对

比较确定的［5］。而且已经有不少考古学家在对
各史前文化族属问题展开了一定的讨论。
应该看到，在历史学和民族学上，关于羌人

的研究已有很多学术的著述，如前辈学者顾颉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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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马长寿、任乃强、当代学者冉光荣、李绍
明、周锡银等，都有重要的文字著述发表和出版
［6］。历史学研究羌族史的成果可谓甚多，讨论也
较广泛深入。而在考古学上，还是较简单地提出
观点的居多，大多都是比较泛泛一说，有一定的

简单化、表面化，真正对羌人和羌文化有深入探
索的论述、有系统思考的研究，还并不多。
上世纪四十年代，夏鼐先生在参加西北科学

考察团时，在甘青地区的考古调查中，发掘了临

洮寺洼山的墓葬，从而对寺洼文化有了较深入一

些的认识。他第一次根据从古文献上关于羌族有
火葬的记载中，对墓葬作了试探推论，提出了寺

洼文化有可能是古羌人的文化遗存的观点［7］。
这大概是考古学家最早讨论古代羌人的著述。
夏鼐先生对于寺洼文化的推论，其实还是较

简单的一个推论。有学者认为夏鼐这个观点，是
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
对于后学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8］。他对后学的
影响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随后也可以看到，

后来有许多考古学家，在讨论考古资料与羌人的

关系时，多是沿用了比较简单化的倾向，甚至还

有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两句话，就算是提出了某一

种观点。实际上，如前面曾提到的，随后中国考
古学家不少都已经认识到了西北甘青地区的史前

文化，都可能和史前羌民族相关。不过，这些许
多认识，大致说来主要都还是较为泛泛的讨论或

甚至仅仅是推测，普遍缺乏细致深入的严密探究。
真正从考古学上，有目的、有意识地对羌文
化、羌民族与考古学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深入
思考和研究的，应是俞伟超先生。俞先生在用考
古学方法探索羌文化的研究上用力很大，有卓越

的贡献，是真正从考古学上进行羌文化研究的开

创者和学术实践者。从俞先生的论述开始，才有
了一个较为明确肯定、更为可靠的考古学上的早
期羌文化。
俞先生的论述是兼顾了考古学和民族史两方

面，充满了理论的思维和考古学的观察，不仅历

史文献研读比较深入，更强调使用考古学的方

法，而且特别注意到了考古学文化上的相互关

系，顾及到考古文化上的系统性。
还是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俞先生带领北京

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到青海进行考古教学实习，

通过观摩考古发现资料和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

俞先生意识到青海考古发现的卡约文化等系列资

料，可能是羌文化的源头。这是考古学关于羌人
起源探索上具重要进展的标志。俞先生在青海发
表的两篇关于青海和甘青地区古代文化族属探讨

的论文，都是在青海作了考古学观察与思考之

后，在青海省做的演讲报告中首先提出了他的这

些研究思考。俞先生的这两篇重要的论文，最先
都发表在青海省考古学会的内部会刊上，之后又

都收入了先生的论文集，同时也收入了青海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的论文集［9］。
1981 年，俞先生的《关于“卡约文化”的新

认识》在青海省考古学会和青海省历史学会的报
告会上所作的演讲，明确提出了卡约文化是羌人

的文化。在之前的 1979 年，俞先生就曾在所作
报告中发表了 《古代“西戎”和“羌”、“胡”
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中，较清晰地系统梳理了
这些不同称谓族群的关系，认为卡约文化、寺洼
文化、安国类型等都是羌人的文化。还讨论到了
青海西宁附近的汉墓，认为其中包括了汉、羌融
合的现象。俞先生还乐观地预计，今后关于羌人
和羌文化的研究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俞先生之外，其他学者也都陆续发表过

一些关于羌文化的观点。目前看来，考古学家对
于早期羌文化和羌人早期历史的认识，也是有一

个认识发展的过程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
现资料的丰富，也还会有进一步的完善和进展。
在俞伟超先生之后，现在对于甘青地区史前考古

学的诸青铜时代文化的族属，考古学家们多倾向

于是可能与羌人有关的一种认识，但是在具体的

看法上，各方观点又有不尽相同。
其中主要的观点大致可归纳如下几种：1、

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各文化都是不同支系的羌文

化［10］；2、认为从马家窑文化开始就是羌文化的
先驱［11］；3、宗日文化发展到卡约文化才是羌文
化的主要源流［12］；4、肯定卡约文化为羌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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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13］。关于羌人和羌文化的研究，也还有其他
的某些思考。比如唐际根就指出，若要证明商卜
辞中的“羌”究竟是泛指还是专称，可以采集殷
墟王陵区若干次商代“祭祀活动”的人骨以及西
部地区的人骨标本，对其作锶同位素和氧同位素

试验对比，通过比较分析后或可以得到确认［14］。
关于古羌人和羌文化，在考古学上的探索，

虽然有些不完全一致的认识，然而很多观点都是

可取的，歧义并不大，基本取向近同，这是值得

肯定的。但在细节的研究上，又还存在某些不确
定性，尤其古羌人与现代羌族还有较大发展变

化，问题显得相对更复杂。

三

俞伟超先生的研究和提出的重要观点和论

述，是关于羌文化在认识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

志，也可看作是一个新起点。它不该是妨碍继续
研究探索和认识发展的路障，因为俞先生自己的

观点也是前后有发展的。在考古学新发现资料不
断积累的新条件下，我们的认识就应该随之再向

前跨步和发展。
在考古学上关于羌文化的认识，分歧还是有

很多的［15］，当然也还存在某些不足，需要进一步

继续深入探讨。一些学者对于羌人白石崇拜的理
解就有过于片面化和随意的倾向，如认为石棺葬

是白石崇拜的现象。其实，石棺葬和白石崇拜毫
无关系。但是，羌人的白石崇拜，可以认为就是
一种石崇拜。石崇拜是比较广义的，而白石崇拜
则比较狭义。从广义的石崇拜到狭义的白石崇
拜，有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石崇拜与灵石崇
拜、白石崇拜，都具有原始宗教的某种含义。考
古学家应该从考古发现中和历史现象中，去追寻

羌文化和白石崇拜之间演变的脉络和某些随时代

而变化的现象，但应避免简单或随意的倾向。
我们推测，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序列

来看，依据原始宗教广泛的石崇拜现象，就可以

找到从“石崇拜－玉崇拜－灵石崇拜－白石崇拜”
的这么一个现象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齐家文
化时期盛行玉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和墓葬大多有

发现玉器的现象［16］；前齐家文化的诸文化却是玉

器比较缺乏的现象；后齐家文化的诸文化又是玉

器衰落的现象；这些现象可能解读为一个石崇拜

变化的现象。它在与羌文化相关的甘青地区史前
文化的发展中，似乎表现得比较明显和突出。这
也使我们从中获得了一种文化现象上的关联因素。
最近多年来，我们在青海喇家遗址的考古发

掘，使得近年关于齐家文化的考古资料越来越丰

富和引人关注，人们对于齐家文化的研究思考也

在步步加深。至今，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发展，让
我们掌握到的新资料也随之有了可喜的新变化。
比如，关于喇家遗址发掘出土的羊骨，据最

新的研究进展，通过数量统计的方法，所知其中

出土的最多的动物骨头，经鉴定都是属于羊的
［17］。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齐家文化时期无疑
已经是在大量饲养羊群，羊这种家养动物，可能

已经成为西部的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先民们相

当重要的经济动物和一种经济支柱。对于古羌人
来说，羊显然是最为重要的物种，也是最具有民

族性意义的一种精神和物质文化的表现。羌人离
开了羊，就无从谈起为羌。那么，在齐家文化时
期，是否可能已经进入到了畜牧或放牧羊群的生

产状态呢？畜牧是可以肯定的了，而放牧，还有

待今后进行更多发现和研究的工作。不过我们已
经通过喇家遗址的研究意识到，齐家文化牧业和

农业发展的可能有一个特殊现象［18］，值得注意。
现今，齐家文化时期的气候环境的研究，也在

进行着重要的工作并且也初步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

成果和研究进展。目前科学家普遍认为，距今4千
年前后时期，在世界范围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温

事件。大范围的降温，使畜牧业经济和放牧有可能
转变成为了一种越来越具有重要性的经济成分的生

业选择。齐家文化正好距今约4千年左右，对齐家
文化遗址的采样分析也大体印证了这时期气候显著

波动和全球变冷。这对农业是不利的，却成为了
中国畜牧业经济和随后的游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

因素和明显的契机。齐家文化后期，由于气候变
化，在逼迫农业维持发展的同时，畜牧业成分就

变得越来越偏重，尤其是羊的饲养增加，森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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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缩，草地的增加，随之出现牧羊就是一种必

然———气候和经济在发生着显著变化。
尽管齐家文化的考古资料目前仍普遍表明，

齐家文化遗址许多还是比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并

以种植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甚至后来的其它青
铜时代文化也还有如此的表现。然而也无可否
认，其中的畜牧业经济成分也是在不断增加，这

个变化的经济现象，正好可以说明和反映出，齐

家文化时期的气候和经济变化，已是不争的事

实。喇家遗址发生的自然灾害，也突出地说明了
环境变化的强烈［19］。
新近，现代科技考古也开始涉足古羌人的研究

领域。在人类遗传学研究中，古DNA分析的科学
证据也支持了齐家文化与羌人的相对亲密的关系。
喇家遗址发现的人骨，都采样进行了古

DNA 分析比对，这些资料，我们一开始只是想

获得关于灾难中的人们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的确

认，同时提供我们进行遗址群之间血缘和地缘关

系研究的资料和某种参考。但是无意中这些资料
却给 DNA 研究者和学界提供了进行人骨的族属

研究和羌人族源系统研究的重要依据和资料。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的古代 DNA 实验室，曾经对青海民和喇

家遗址提供的齐家文化出土人骨的牙齿进行古

DNA 测序和分析，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果。而
最近他们又对青海西宁陶家寨汉墓M5 家族墓葬

出土的若干人骨的牙齿（包括 14 个体） 进行了

古 DNA 采样。经 DNA 测序和分析，发现其人
群属于古代本地土著发展过来的汉、羌融合的特
征，该人群的 DNA 与喇家遗址的齐家文化人骨

的 DNA 相近，认为“在遗传结构上具有一定的
连续性，而与现代人群比较发现，实验样本与羌

族人群有较近的亲缘关系”［20］。这项研究表明，
DNA 样本其遗传特征上与古代羌人的遗传特征

密切相关，这是对于史前的和古代的羌人研究的

最新科学资料和遗传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从遗
传学的科学证据上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数据

和可以参考的重要信息。
综上所述多方面新的证据，在俞伟超先生研

究的基础上，我们试作进一步的发展，提出我们

最新的认识：如果不拘泥于某些历史文献的记

载，而是按照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新的事实，早

期羌文化，有可能从俞先生认为的卡约文化再往

前提，我们现在似可以初步确认，齐家文化是古

代羌文化形成的时期。齐家文化之后，分化出了
不同青铜文化的羌文化的不同支系，成为诸羌

系。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就同时还可
以认为，齐家文化之前的马家窑文化等诸前齐家

的文化，都有可能是先羌文化，是孕育羌文化的

一个历史阶段或羌文化酝酿的时期。再从考古学
观察，仰韶等文化向西的扩大和演进发展，逐步

形成了华夏的大系统，羌文化是传统的黄河文化

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在西部融合演化而分化出来

的族群，本质上说，羌应该是华夏群体中的一

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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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墓葬位置统一规划排列。到了唐代这种情况发生
变化，南、北地区出现差异，北方地区受政治、民
族融合等因素影响，家族墓地延续性多有改变，且

变化较大。南方在南京以外的地区保持了家族墓地
持久的稳定性，但也吸收了中原地区唐墓的若干元

素而呈现出新的地方特色。［6］铁鬼坪墓地南朝至
唐代墓葬形制的变化，以及家族墓地在延续前代

风格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变化，正好反映了这一时

代背景下连州地区社会结构发展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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